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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

张　 欢，冯小禄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
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 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

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

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 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
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 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

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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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前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学界时贤已就

古人论述做出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疏解，并得出了一

些发人深思的结论①。 本文则从明代文学的写作和

品评权利下移的宏观运动趋势着眼，深入到当初两

派相争的实际情形，对近代陈田《明诗纪事》就有的

“坛坫下移郎署”说再做延伸探讨。 指出前七子派

从茶陵派的脱垒自立到张大高扬的过程，除关系到

当时政治斗争的格局外，从文学流派的起伏兴衰来

说，其实乃是前七子派或主动或被动地向高踞社会

政治等级体制之上、又具有文化制度优势的台阁派

代表茶陵派争夺文坛话语霸权的过程。 这番斗争

的结果，是身居郎署的前七子派获得空前胜利，彻

底改变了明代文学的书写品评权利一直在高层官

僚文人中间相传的发展进程，从而造就了明代文学

流派演变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学话语权力交相

更替的特殊景象。 由此可见，前七子派与茶陵派的

文权之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思想价值和文学流

派论争研究意义。

一、文权“下移郎署”说的提出

关于茶陵派和前七子派的关系，明清人多纠结

于两派是文学同盟还是一正宗一邪派的讨论，还不

能特别有意识地从“文权下移”的文学流派发展角

度，来看待两派后来确实存在的明显分裂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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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前七子派文学主张而起的后七子派，在看

待兴起之初的前七子与主宰文坛的茶陵派关系时，
多认为是先后继起的文学同盟关系，主张茶陵兴起

了前七子派。 王世贞说：“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

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轻俊者，一时争慕归之。 虽

楷模不足，而鼓舞攸赖。 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

之启汉高乎？” ［１］１０４４语气确实轻佻，有李东阳茶陵派

为草莽、七子派为正宗之意。 胡应麟也说：“成化以

还，诗道傍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 独文正才具宏

通， 格 律 严 整， 高 步 一 时， 兴 起 何、 李， 厥 功 甚

伟。” ［２］３４５虽放弃了世贞略显露骨的陈涉、汉高比喻，
但还是认为李东阳的文学史功劳，除本身的文学成

就外，就在于“兴起”了前七子派。 这自是为后七子

派的再度崛起张本。
其实不独后七子派如此，其他人也多这样认

识。 在世贞前，即有“论诗不主一格” ［３］３０的徐泰，海
盐人，弘治十七年举人，著《诗谈》称：“我朝诗莫盛

国初，莫衰宣、正间。 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

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 ［３］１２０８

又有文学主张倾向李梦阳的袁袠，嘉靖五年进士，
与唐宋派王慎中为同年，其《少司马陈公集序》一

文，被台湾学者判定是“认为李东阳之文学论在于

辨体裁，李梦阳则开正宗之途……由此言之，乃欲

引二李为前后相承之同派也” ［４］２２７。 在世贞后、应麟

前，又有穆文熙，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也说：“李公才

情兼美，于李、何有倡始功，大似唐之燕、许。” ［５］１１０９

正面肯定东阳“倡始”李、何的作用。
而之如此，是这些明人看到了前七子派在兴起

之初，确有一段追随李东阳茶陵派文学思想，奉其

领袖成员为师友，其实是同派的时段。 对此，当代

学者或称之为“第一阶段：在茶陵派卵翼下” ［６］７４，或
称之为“双向接受”期［７］１２５。 在那个时期，按李梦阳

的流派意识，都还是“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

千钧” ［８］卷二十《徐子将适湖湘》，奉杨一清和李东阳为文坛

宗师。 但两派到正德三年左右，还是由于政见和文

学主张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而发生了本质的裂变，演
出了激烈的纷争，导致文学书写权利的下移郎署。
于是，着眼于此者，就分出了派别：或站在后来居上

的前七子派一边，或站在视为文坛正宗大雅的李东

阳茶陵派一边。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就是站在李东阳茶陵派一

边的代表人物。 其言：“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
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
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丽之和鸣，共命之交响

也。 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

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壈失职

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为能事。 王、李代兴，祧
少陵而祢北地，目论耳食，靡然从风。”并攻击王世

贞的上述比喻，以为文坛正统仍在李东阳的雅正台

阁一系，而李梦阳及所带动的前后七子派，才是窃

据一方的草莽，他们干了“诋諆先正”的犯上行为，
且声称世贞晚年后悔其早年的这段为争夺文权而

发的未定之论［９］２５４⁃２５７。 不过，这也是评论者的有意

“遮饰”“改造”，遭到曾受其指导奖掖的清人王士禛

的揭露。 他引徐泰《诗谈》上引之论曰：“当时前辈

之论如此。 盖空同、大复及西涯之门。 牧斋《列朝

诗集》乃力分左右袒。 长沙、何李，界若鸿沟，后生

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误后学不浅。” ［１０］３４５指出李梦

阳、何景明曾为李东阳弟子，两派实有割不开的承

传联系。 但王士禛也仅是就两派在弘治朝的情况

而论，却没有顾及到正德、嘉靖间两派的分裂事实。
再后，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又在王世贞和钱谦益两

造之间作调停，以为李、何是继东阳而起，“廓而大

之”，造就文学盛世的大好局面［１１］７５，但也没有直接

点明文权的变换问题。
直到近人陈田方揭出这一重要命题。 其言：

“胡元瑞谓孝庙以还，诗人多显达。 茶陵崛起，蔚为

雅宗，石淙、匏庵、篁墩、东田、熊峰、东江辈羽翼之，
皆秉钧衡、长六曹，挟风雅之权以命令当世，三杨台

阁之末流，为之一振。 然踪希宋体，音閟盛唐，乐府

或创新制，叠韵竞侈联篇。 迨李、何起，而坛坫下移

郎署。 古则魏、晋，律必盛唐，海内翕然从之。 譬之

力侔贲、育，则勇夫夺气；音希《韶頀》，则他乐不请。
取法乎上，势不得而阻也。” ［１２］９３１提出了从“三杨”台
阁派到李东阳茶陵派都是达官贵人“挟风雅之权以

命令当世”，结果到李、何为首的前七子派崛起，才
“坛坫下移郎署”。 这就是明代中期的文权下移说。

不过，追论起来，何景明当初似即有了此种自

觉争夺文权的意识。 他要求在不能“倡于上”之时，
要自觉地“倡于下”。 其《汉魏诗集序》结尾言：“夫
文之兴于盛世也，上倡之；其兴于衰世也，下倡之。
倡于上，则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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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莫之齐也。 故志之所向，势之所至，时之所趋，变
化响应，其机神哉！” ［１３］卷三十四后来王世贞在为何集

作序时也有此深刻感受：“是二君子挟草莽，倡微

言，非有父兄师友之素，而夺天下已向之利而自为

德。 於乎，难哉！” ［１４］卷六十四《何大复集序》 认为李、何等人

改变了文权一直在台阁上层间传递的状况，而开辟

一个属于“草莽”“微言”风行天下的时代，这其实和

陈田的“坛坫下移郎署”说一致，只欠点明而已。

二、为文权而分裂的两派关系指实
两派最为明朗的公开分裂事件发生在正德三

年（１５０８），作为翰林修撰的康海，并没有按“旧例”
将去世父亲的各种墓文写作交给同一个体制下的

馆阁诸公，而是给了一帮志同道合、品级较低的文

社好友，自己作《行状》，王九思为《墓志铭》，李梦阳

写《墓表》，段炅作《传》。 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

康先生行状》记载：“戊辰，先生同考会试。 ……无

何，丁母忧，归关中。 往时，京官值亲殁，持厚帑求

内阁志铭，以为荣显。 而先生独不求内阁文，自为

状，而以鄠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
表》，皋兰段德光为《传》。 一时文出，间者无不惊

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 西涯见之，
益大衔之，因呼为‘子字股’。 盖以数公为文称‘子’
故也。 若尔，非大衔也耶？” ［１５］卷五十三王九思《明翰林

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亦云：“其年秋，太安

人弃养，公将西归合葬平阳公。 诸翰林之葬其亲

者，铭、表、碑、传，无弗谒诸馆阁诸公者，公独不然。
或劝之，乃大怒，曰：‘孝其亲者，在文章之必传耳，
官爵何为？’于是自述《状》，以二三友生为之。 刻集

既成，题曰《康长公世行叙述》，遍送馆阁诸公。 诸

公见之，无弗怪且怒者。” ［１６］卷中两文都作于康海去

世的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距当时事件发生的正德三

年，已有三十年之久。 即便如此，对于这场有关前

七子派和茶陵派、台阁派关系的重要事件，两文还

是做了可以互相补充的记载。 其间容或有揣度夸

张的成分，然据王九思与康海的一世朋友加儿女亲

家的交情，则前七子派确曾因为康海父亲墓文的写

作问题，而与当时台阁派和茶陵派的双料代表李东

阳发生激烈冲突这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并且，
这场冲突的本质，是身居下位的前七子派，以关中

康海为代表，主动向高据社会政治文化高位的茶陵

派、台阁派争夺俗世文章写作权的文权之争，即使

为之得罪现管的上级亦不恤。
而这场冲突之发生，关键即在于两文提到的墓

文写作必找馆阁大臣的“旧例”。 明人提及此点的

很多，与李东阳有深厚交情的陆容，讲到了社会各

阶层人们都出重金求内阁大臣作墓文的情况：“今
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以

副其意，举世同然也。 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

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

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遗己也，则以挽诗为

请。 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 ［１７］１８９李东阳

门生罗玘，则讲到更为多样的求馆阁大臣写亭台

记、器物铭和墓文、寿诗等情形：“有大制作，曰：此
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
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
必之馆阁。” ［１８］卷一《馆阁寿诗序》 再比照记录康海父亲墓

文写作事件的文字：“康对山以状元登第，在馆中声

望籍甚，台省诸公得其謦咳以为荣，不久以忧去。
大率翰林官丁忧，其墓文皆请之内阁诸公，此旧例

也。 对山闻丧即行。 求李空同、王渼陂、段德光作

墓志与传。 时李西涯方秉海内文柄，大不平之。 值

逆瑾事起，对山遂落职。” ［１９］１２６也称翰林官员丁忧、
墓文皆求内阁诸公作是“旧例”。 “旧例”和“故事”
一样，具有不成文法的威力，破坏它就要冒风险。
康海去破坏了，就可能引起恶果。 果然，正德五年，
刘瑾以谋反罪伏诛，作为同乡的康海和王九思受到

牵连，先后落职还家，从此再没能重返仕途。
其次还在于康海、李梦阳等人由于学习秦汉文

而形成的互相称“子”、被馆阁大臣蔑称为“子字股”
的文风，迥异于当时以“和平畅达”流行天下的李东

阳茶陵派文风。 这在七子派的历史追述眼光看来，
也是“得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上引张治道文外，
还有朱应登之子曰藩也以此重述这段文权斗争史，
且涉及的范围更大，扩展到整个前七子派成员：
“弘、德时，海内数君子出，读书为文，溯自韩、欧以

上，稍变前习，一时士大夫翕然趋焉，而柄文者顾不

之喜，目其文曰‘字子股’。 乃数君子亦抗颜不之

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于世。 然以天下公

器趋舍相诮，识者非之。” ［２０］卷二十八《袁永之集序》 何乔远则

集中到王九思一人前后学习之变来重述：“李梦阳

起而倡古文辞，九思一洗旧习从之。 东阳因呼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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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梦阳文为 ‘子字股’，盖以其互称 ‘子’ 为重

也。” ［２１］李梦阳嘉靖六年为朱应登生平作的《凌溪

先生墓志铭》，则将弘治十二年朱氏登第后前七子

派所面对的控压目标扩大为两个：一是以理学著称

的台阁派人物，“执政者”刘健，对文学予以彻底地

否定，声称李白、杜甫只是酒徒，不足多道；二是茶

陵派首领，“柄文者”李东阳，称前七子派之作是“卖
平天冠”。 在他们的联合打压下，“凡号称文学士率

不获列于清衔” ［８］卷四十五。 李梦阳代表前七子派，发
出了对于茶陵派、台阁派的政治和文学控诉。

由此可见，在康海、王九思、李梦阳到张治道、
朱曰藩等人的认识里，前七子派的文学宗法和政治

际遇确实有一个被茶陵派、台阁派所压抑的艰难过

程。 而这又和当时本派成员要么多未能融入翰林

台阁体制，要么即使进入了也因为政治风波而被赶

出（如康海和王九思）有关［４］５２⁃８１。 仕途的隐秘失意

和高昂的文学宗法就这样牵连起来，组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局面。 要具体指实所针对

者为何人，又为何事去针对，其中肯定有岁光飘忽、
时代抵牾之处。 何况这些前尘旧事，被前七子派以

一种后知的历史观念进行了筛选过滤，已经融入了

一些后来才清晰的历史叙述逻辑。
于是，发生在正德三年的这场本来可能无足多

道的寻常墓文写作事件，却因为关涉到前七子派的

文学宗法和政治命运问题，而变得意义重大，成为

康海等前七子派成员的生平传记写作所必要突出

的重要大事，从而体现出叙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
以张治道的康海生平记述为例，他对康海得罪台阁

这个后果的前因作了交代说明：一是早在弘治十五

年（１５０３ 年）廷试，康海制策得到弘治皇帝的大加赞

赏，钦点为当科状元，名震天下之时，即引起了其时

台阁诸公包括李东阳等人在内的不满，而种下最初

的祸根［４］７５⁃７６；二是到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６ 年），与李梦

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在京城结“为文社，讨论文

艺，诵说先王”，为其时“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

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穷仿，
以为前无古人”的李东阳所大不满。 这就是张治道

基于后来的政局和文坛发展情况而做出的一种预

设叙述逻辑，意即从康海一登第为状元始，即有提

倡 先 秦 两 汉 古 文 和 汉 魏 盛 唐 诗 歌 的 想

法［２２］卷三《渼陂先生集序》，要与统治文坛的茶陵派一争高

低，墓文行动就是实现文权转移的重要举措。 结果

是前七子派取得了古文宗法的胜利：“一时文出，见
者无不惊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
茶陵派则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自立门户，不为

其所牢笼”的李梦阳、康海、何景明、徐祯卿等前七

子派中人纷纷被打击，“在仕路遂偃蹇不达”，与茶

陵派的“后进有文者”多官运亨通适相反照［１９］１２７。

三、茶陵派的“虚应”和“暗战”
虽然后来前七子派（尤其是关中派，或称西北

派）一系言之凿凿，将批判锋芒直指茶陵派首领李

东阳，但毕竟都是李东阳下世多年后的记载。 所

以，要寻找李东阳茶陵派对于前七子派系列“进攻”
的反应，便非常困难。 在此，只能找一些侧面的回

应情况。
对李东阳而言，其在正德朝的际遇可谓既喜又

悲，喜的可能是个人仕途的飞黄腾达，终于位极人

臣，做了内阁首辅，悲的是偏逢艰难时局，宦官刘瑾

等颐指气使，又有同年焦芳虎视眈眈，随时欲取而

代之，正气日暗，左支右绌，倍感压抑。 偏于柔滑怯

弱的个性和恋禄保位的心理，使得士林领袖李东阳

处于正德初年政局和文坛的风口浪尖下。 人们的

议论颇为纷纭，甚至连老门生罗玘都不理解他的苦

心弥缝、一直不退，而要求解除师生关系，“不然，请
先削生门墙之籍。” ［１８］卷二十一《寄西涯先生书》 得意弟子乔

宇，似也要与他保持距离。 李东阳不由得回信乔

宇，诉说内心不白之进退苦衷：“近得两书，寒温外

别无一语，岂有所惩，故为是默默者邪？ 计希大于

仆不宜尔。 或前书过于自辩，致希大不自安？ 盖于

希大有不容不尽者。 今道路谤责之言洋洋盈耳，仆
曷尝置一喙于其间哉？ 顾进退之迹，无以自明，如
所误极，亦理之所必有者。 而希大悔其误，岂于仆

之素心亦有未谅者邪？” ［２３］卷十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李东阳大概是顾不得与康、李等人做正面的文

学反击。 所以，除能从王九思、康海等人以刘瑾党

羽的罪名被政治打击，落职罢官，而猜测东阳可能

是借机报复泄愤外，其他就只能靠一些侧面的评述

用语来猜度。 黄卓越先生认为李东阳致仕后所写

的《瓜泾集序》中的“钩棘晦滞之病”“掇拾剽窃于片

言只语间，虽有组织绘画之巧，卒无所用于世也”，
《董文僖公集序》中的“诘屈怪诞之语”，《刘文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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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序》中的“朱子深慨夫文之弊，谓今之为文徒得减

字法与换字法耳。 夫为文而法止于是，又恶知有所

谓气者哉”等语句，“均为七子所发，且甚有忿忿不

平之念，与其固有的为台阁文时的雍容平正相比已

属失格。” ［２４］５３可参。
李东阳本人如此，其他茶陵派成员的反应也多

半如是。 即有针对，也大抵是推崇维护李东阳的正

面高大形象，而偶尔以旁敲侧击的用词，向着前七

子派围攻的“虚影”做些“暗战”的工作，这可以李东

阳好友谢铎《读怀麓堂稿》和门生梁储《贺阁老西涯

李公七十诗序》为例。 前文言李东阳：“出其绪余，
发而为文，则根据六经，泛滥百家，随所欲言，无不

如意。 …… 故 独 立 之 憎， 终 不 能 胜 同 俗 之

悦。” ［２５］卷三十可看作是不满前七子派的群攻，算是为

朋友和本派文学宗旨护法。 后文则以台阁派一贯

的评论尺度，阐明李东阳一生的文学业绩，说其文

可分两部分：一、经世致用之文为大，“若入告奏议

之文，代言应制之文，纂修笔削之文”；二、文学之

文，虽为余事，“然叙事如《书》，铭赞如《诗》，简严如

《春秋》，雄深雅健如司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余味，
或纡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余，溢为奇怪，沛然

莫御， 而 皆 安 流。” 总 之 “ 不 专 一 能， 兼 具 诸

体” ［２６］卷四，包含了前七子派赖以自诩的古诗文才

能，又有他们无法写作的台阁用世之文，这无疑是

在暗中维护李东阳。 而攻击前七子派古文宗法之

意较为明显的，则是顾清所言：“近世高才之士，以
汉唐而下之文为不足法，而必欲力进于古人。 其志

甚高，论甚伟。 后进习闻其说而不得其所以然，摆
落拘缠，自出机杼，往往未及释氏所谓小乘禅、第二

义，而骎寻于外道者有之。 其剽猎记诵为口耳之资

者，又在所弗论也。” ［２７］卷三十九《答聂文蔚论文体书》 不过时间

已到了嘉靖初年，指责的也是生吞活剥前七子派古

文宗法的“无名”末流。
至于以不与交往的方式表示对前七子派不满，

据学者梳理，似只有何孟春；不过也仅限于与康海、
王九思，而与李梦阳则还是维持了相当良好的朋友

关系［４］４８、７８。 其他如乔宇、储巏、邵宝等茶陵派人士，

与前七子派成员都交情不错，并未因为后人认定的

文学流派归宿的不同而互不两立。 因此，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所划出的两派对立，更多应该是一

种无形的派系观念，不一定要落脚到针锋相对、你
嘲我讽的现实层面。 何况两派在文学思想观念和

创作作风上颇多可交相出入的地方，以至现代人差

不多都认为前七子派是宗法严格化了的茶陵派的

发展①。 只要不去穷究坚执其后来之异，又何妨早

期的思想相通？ 对立是存在的，但不一定要流于显

攻；斗争是存在的，但多半会是“虚应”。 只有尘埃

落定，当事人都逝去，对立斗争的真相才由似乎凝

定了的历史叙述者之口倾倒出来（主要是前七子

派），显得当初的过程就是那么肯定激烈。 而其实

未必。 因为，即使在“矫激取名” ［２８］１４８５ 的明正德时

期，也还有比文学更为重要的政治。 只有当文学牵

蔓到政治，文学之士的命运被关注，文学的宗法权

利也才跟着被关注。 这是笔者考察了时贤关于两

派关系的讨论后得出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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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ｒｅｃｏｕ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ｅｖｅｎ ｇｉａｎｔ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Ｋａｎｇ Ｈａ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ｉｓ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ｓ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ｈａ Ｌ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ｓｏ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ｌｏｏ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ｒｅａｌ ｆｉｇｈ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ｆａｌｌ ｄｏｗｎ； ｕｓｕ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ｒｅｃｏｕ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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